
方志中金石类的设置与演变

陈灿彬

　　提　要：宋前文献中，碑刻碑文的利用和归类隐含了方志中金石类编纂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引碑证地的考
据传统，一个是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宋代方志多设有 “碑碣”一门，其设置时间最早可上推到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而真正冠以 “金石”之名，且做到名实相副，则要晚至清代。明代方志普遍将金石文字纳入艺文志中，

体现了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却中断了宋元的考据传统。清代学者受到金石学研究风气的影响，重新确立方志

中金石类的独立地位，并引入录文兼考证的编写体例，体现出清代方志金石类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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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类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金石学者马衡谈到地方性金石书籍，曾言 “至近世方

志，亦多有金石一门”。马衡认为专录一地的著录体例最好，“盖限于一地，则采访易周，记载

易实，不致如统载寰宇之泛滥无极，多非耳目之所亲接，往往歧出遗漏，反失原意”①，无论是

单行还是附庸于方志的金石志，大部分都有这个特点。但我们要追问的是，马衡所言近世多有，

是否意味着古代少见？换言之，方志的金石类是否存在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如果存在，那它又

是如何演变的？它与金石著录传统、时代学术风气的关系是怎样的？这都是本文要考索的

问题。②

一　考证与编集：碑刻碑文在宋前文献的利用与归类
后世方志著录金石文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考据形式呈现，一种是以艺文方式载

录。这两种方式在方志体例成熟之前就已经可以在文献中找到端倪。

首先，方志与金石的考证传统。“金石”主要指钟鼎彝器和碑碣墓志，属于两类物理性质不

同的东西。③ 前者流动性较强，后者则有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方志中著录金石多偏重于碑碣石

刻，而且著录钟鼎彝器等古器物则要晚至清代，才形成风气。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是欧阳修的

《集古录》，但是利用金石进行考证，尤其是碑刻碑文，却可追溯到宋代之前。

清代王鸣盛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傅青主问阎百诗金石文字足以证经史之讹而补其阙，

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若璩考得其７事，王鸣盛则另外增加了１１个例子，并称 “金石之学，

自周汉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④ 从阎、王两人所举之例，亦可知重视金石者，代不乏人。孙

星衍 《京畿金石考序》云：“夫金石实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隘古今兴废之

迹，大有裨于政事，不独奇文妙墨，足垂永久。”⑤ 金石的特性正在于其强烈的地域色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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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孙氏所言 “一方文献”。事实上，前人虽未明言，但南北朝舆地书籍已经开始利用碑刻材料进

行考证，且出现著录碑刻的书籍。清人喜谈学术渊源，对此也时有论及。如沈涛 《常山贞石志

自序》云：“自阚
!

《十三州志》据柏人城西门碑，以为舜纳于大麓之迹，而郦道元撰 《水经

注》、魏收撰 《地形志》以及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诸书，往往以古碑碣证今地名，

是金石之学实与舆地相表里。”① 北魏郦道元所撰 《水经注》征引大量碑刻文献，其中涉及汉代

石刻百余种。《水经注》是舆地之书，其使用碑刻材料是为考证地理，虽然会附带涉及立碑之

地、碑刻形制、存佚情况，但终究不是主要目的，这与方志为存一方文献而单独著录碑刻有本质

的区别。沈涛所谓阚
!

据柏人城西门碑以为舜纳于大麓，实是沿袭王鸣盛 《潜研堂金石跋尾序》

之误。考王氏所本乃 《颜氏家训·书证》：“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古书无载者。唯阚
!

《十三

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余尝为赵州佐，共太原王邵读柏

人城西门内碑。”② 据此，读碑者为颜之推和王邵，而非阚
!

，他们的收获是从此碑得知此山名

为 “颾 山”（权务山）。不过，虽然王、沈所言有误，但由此亦可窥见北朝已有利用金石考证

舆地的学术实践。颜之推后来把这个收获告诉了魏收，魏收对此大为赞叹，并把它写进了 《赵

州庄严寺碑铭》中。而魏收亦是上引 《地形志》的作者，该志见于 《魏书》，其特点就在于分地

著录碑目，如赵郡高邑下著录 《汉光武即位碑》、东武郡梁乡县有 《秦始皇碑》等。这是史书著

录石刻的一大突破，从 《史记》在 《本纪》中对石刻录文，到 《魏书》在 《地形志》中分地著

录碑目，其中的体例变化颇堪玩味。有学者认为：“魏收 《魏书·地形志》……首开史书分地域

著录石刻的先河，为后来方志著录金石提供了思路。”③ 由上述颜之推与魏收的例子可知，魏收

很清楚碑刻文献可资考证舆地信息，故有在书中分地著录碑目的创举。事实上，这也是郦道元

《水经注》引碑证地的北朝学术风气影响所及。总之，《地形志》的体例确实可称为后世方志中

的金石门类和地方性金石志的嚆矢。

其次，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据 《隋书·经籍志》所载，总集类下著录：

《碑集》二十九卷

《杂碑集》二十九卷

《杂碑集》二十二卷 （梁有 《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

《杂碑》二十二卷， 《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 《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

《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

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

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佑撰；《杂祭文》六卷；《众僧行状》四十卷，释

僧佑撰。亡。）④

就其可考者，最早应是西晋将作大匠陈勰所撰 《碑文》１５卷 （《通志》作２０卷），其次为东晋
车灌 《碑文》１０卷。其他可考者，如谢庄、梁元帝、释僧佑，都是南朝人。最可注意的是，
《荆州杂碑》３卷，《雍州杂碑》４卷，《广州刺史碑》１２卷，由其书名不难推测其书乃集一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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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由此可见，萧梁之前已有专录一地的金石志。但是，《隋书·经籍志》把它们纳入集部的

总集类意味着这些著录碑刻的书籍必定是载录碑文。章学诚曾言：“由 《隋志》分著之目观之，

则 《杂碑》似著碑刻名目，《碑文》乃其存全文者，即后世著录与载文二种所由始也。”① 然而，

从两者卷数相差不大来看，章氏此论似乎不确。换言之，《杂碑》仍是载录碑文。这类书籍的修

纂注重的是它们在文体上的共同性，刘勰 《文心雕龙·诔碑》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评点前代蔡

邕、孔融、孙绰、桓彝等人的碑文创作，并总结其文体特点，即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

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②。这既是给碑文创

作提供指导，也是南朝碑体文学兴盛的表现。据 《梁书》所载：“（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

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从释僧佑 《出三藏记集》、正续

《高僧传》、《弘明集》《艺文类聚》《传法正宗记》、梅鼎祚 《释文纪》、严可均 《全梁文》所引

南朝碑铭墓志，侧面证实梁武之世 “佞佛谀墓，不已甚乎”。③ 事实上，“佞佛谀墓”恰好与碑

体文学兴盛相表里，而且这也与 《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武帝 《释氏碑文》３０卷、释僧佑 《诸

寺碑文》４６卷、《众僧行状》４０卷相符合。正因有如此之多的碑文，才有时人汇编成集的需要。
自 《隋书·经籍志》后，宋代金石考订之书增多，目录学上多将之归入谱牒目录，如 《遂

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直斋书录解

题》《郡斋读书志》均在总集类下著录宋敏求 《宝刻丛章》３０卷。晁公武云：“（宋）次道聚
天下古人诗歌石刻凡一千一百三十篇，以其相附近者相从，又次以岁月先后。王益柔之序云：

文章难能者莫如诗。凡刻之金石者，则必其自以为得，或为人所爱重者，故多有清新瑰丽之

语，览者其深究焉。”④ 可见，宋敏求 《宝刻丛章》是把刻于碑石的诗歌汇集起来，而能刻于

碑石的诗文往往有其文学性，也就是 “多有清新瑰丽之语”。换言之，宋敏求网罗放佚，但读

者的兴趣是其所收诗文的文学色彩。另外，《读书附志》卷上地理类著录 《浯溪集前后续别四

集》，云：“自元结 《中兴颂》之后，凡刻之浯水之崖者皆在焉。”⑤ 其后的 《宋史·艺文志》

则把它们归入总集类，题为 “李仁刚 《浯溪古今石刻集录》一卷、侍其光祖 《浯溪石刻后集

再集》一卷、廖敏得 《浯溪石刻续集》一卷”。⑥ 据此可知，李仁刚、侍其光祖、廖敏得等人

所辑浯溪石刻是专就浯溪一地，且有石刻录文，故能入总集类。值得注意的是，从地理类到总

集类这个微小的变化，可知金石文字隶属集部的认识逐渐明晰。后世方志把金石文字隶属于艺

文志正是延续这一传统。

综上可知，金石中碑刻碑文在宋前文献中的利用和归类，一是用于考据⑦，一是归于集部

（艺文志）。这两个传统随后也体现在方志金石类的编纂中，并且互有消长和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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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之类。…… 《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虽然馆臣批评，但这事实

上也代表着另一种传统，彰显了金石与艺术的关系。如仅就方志中金石门类而言，这个传统与它的关系表

现得不明显，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文只谈考据和录文两个传统。



二　从碑碣到金石：方志中金石门类设置考
宋代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称：“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

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

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① 宋代方志出现的主要变化是金石类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其时尚未冠

以 “金石”之名。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已论及宋代所修方志多设有 “碑碣”一门，汇集本地

重要石刻，是受到当时金石学发展的影响。② 具体情况如下。

据 《宋元方志丛刊》所收４３种方志可知，其中１６种有金石一门，其名称为 “碑碣” “碑

刻”“石刻”“碑文”“碑记”（详见附表）。现存最早有金石门类的是朱长文所撰 《（元丰）吴

郡图经续记》，其卷下有 “碑碣”一门，据其序中所言 “凡图经已备者不录，素所未知，则阙如

也”，故而其条目只有９条，篇幅不大，然而考证颇为详细，如 “朱氏墓碣”“包山神景观林屋

洞院碑”等条。该书作于北宋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其中 “碑碣”条目的考证其实与朱氏本人的学

术背景颇有关系。朱长文 （１０３９—１０９８），字伯原，苏州人，著有 《墨池编》，是书专论书学源

流，其中宝藏、碑刻两门是与金石学关系甚大。四库馆臣称其 “?辑甚博，前代遗文，往往藉

以考见，间附己说，亦极典核”③。由此可见，朱长文既有金石学背景，又善于考证之学。他修

撰 《吴郡图经》，对当地碑碣进行考订，也就不难想见。然而 “碑碣”门类并非朱氏的发明。此

书题为 《续记》，必是续他人之书。据其序云：“吴为古郡，其图志相传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诏

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

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

间近事，未有纪述也。”④ 据此，不但可以推定其所续为大中祥符 《吴郡图经》，而且可以断定

其书已有一套类例可循，不过是其文简略，不载近事。又据朱氏所言 “凡图经已备者不录”，则

其所续应对前书的体例有所因袭。换言之，“碑碣”也是补前书之遗。那么，“碑碣”门类的设

置应该可以再上推到大中祥符年间 （１００８—１０１６）。另据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所修 《新安志》，此

书卷３到卷５分地记载徽州所属之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６县，每县下各有条目；其
中歙县和祁门县下设有 “碑碣”类。罗愿自序云：“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约敕诸曹，遇

咨辄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⑤ 可见，赵不悔撰修 《新安

志》时已谕令下属各县网罗金石文字，但现存文献只有两县有 “碑碣”条目。卷３歙县 “碑碣”

类云：“新安之石不宜于碑，露曝岁久，则剥泐不可读，加以中更寇攘，存者益寡，祥符中所录

凡十一碑……此其文或尚传，或碑与辞皆亡，甚可惜也。因为登载其目，自余及近岁作者益多，

其辞义之美者，方行于世，不待详载。”⑥ 由此可见，《新安志》歙县所录１１块碑仍是因袭祥符
旧志，并没有响应赵氏 “网罗金石文字”的号召。因为近世作者 （作文立碑）较多，有的也已

经流行于世，所以不需要在方志中详载。其中提到 “祥符中所录”，据罗愿之序可知应是指 《祥

符 （歙）州图经》。据此，旧志也收录了碑碣，而且极有可能也设置 “碑碣”一类。 《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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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序言”，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页。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０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１２，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９５７页。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自序”，“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册，第６３９页。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第７５９９页。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３，“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第７６４３—７６４４页。



（歙）州图经》与大中祥符 《吴郡图经》都是属于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末，翰林学士李宗谔
等人所修 《祥符诸道图经》（亦称 《祥符州县图经》）的一部分。① 因此，方志中金石一类的真

正设置可以上推至此，其门类的命名方式为 “碑碣”。可以说，宋初修志时已有设立金石门类的

意识。

附表：

书名 所在卷号 内容

《吴郡图经续记》 卷下有碑碣条目 录目，间有考证

乾道 《四明图经》 卷１１碑文铭赞传书 录文

《新安志》 卷３《歙县》、卷４《祁门》县有 “碑碣”类 录目

淳熙 《严州图经》

卷１《严州》、卷２《建德县》，均设有碑碣
类。观其体例，卷 ３淳安县应该也有碑碣
类，然今本古迹类后均已脱佚

录目

嘉泰 《吴兴志》 卷１８有碑碣类 录目，间有考证

嘉泰 《会稽志》 卷１６有翰墨、碑刻、求遗书、藏书四类 录目，间有考证

《澉水志》 卷下有碑记类 录文

《琴川志》 卷１１至卷１３为 《叙文·碑记》 录文

景定 《建康志》 卷３３《文籍志》下有石刻 录目

景定 《严州新定续志》 卷４到卷１０，每卷都有碑碣类 录目

咸淳 《毗陵志》 卷２９《碑碣》 录目

咸淳 《临安志》 卷１００为历代碑刻目 （佚） 录目

至元 《嘉禾志》 卷１６至卷２６《碑碣》 录文

《类编长安志》 卷１０《石刻》 录目兼考证

延 《四明志》
卷１９、卷 ２０为 《集古考》，上卷录碑记，

下卷录诗歌
录文

至正 《金陵新志》
卷 １２《古迹志》下分 《城阙》官署、第

宅、陵墓、碑碣５类
录目兼考证

另一方面，宋元方志中碑碣、碑刻类的设置本属常见，但真正以 “金石”命名的则要到明

代末期。不过，后世方志以 “金石”命名的传统同样可以在宋代找到。郑樵 《通志》二十略

中有 《金石略》３卷，单独为 “金石”开辟一类是他的首创。此举受到后人的不少批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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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志的金石志书写则多肯定郑樵的首创之功。章学诚就称：“郑樵尝以历代艺文，著录多

阙，发愤而为 《图谱》《金石》二略，以备前史之阙遗，是不知申明艺文类例，而别为篇帙之

咎也。”① 在章氏看来，《通志》设置 《图谱略》《金石略》是不知艺文类例。事实上，这反映

的是古代目录学的长期认知。四库馆臣评郑樵 《通志》曰：“《校雠》《图谱》《金石》乃 《艺

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② 又云： “盖 《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

也。”③ 上述章学诚的观点其实就是沿袭了馆臣的看法。目录学中金石书籍的位置一直比较尴

尬，基本没有独立的门类。《隋志》、两 《唐志》中金石书籍主要放在经部小学类和集部总集

类。自宋代金石学兴盛之后，书目大都把金石著作归入史部目录类。较有代表性的，如 《遂初

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四库总目》。《四库总目》把金石书籍归入史部目录类，虽然仍然

掺杂其中，但为了区别，还是 “别为子目，不与经籍相参”，这也算是一种突破。但仍可看出，

金石类书籍在目录学中长期没有独立。反过来再看郑樵 《通志》于 《艺文略》之外独设 《金

石略》，就可以知道此举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也就是意味着金石学摆脱艺文志附庸的尴尬

地位。事实上，郑樵设立 《金石略》的功绩，不但表明金石学摆脱附庸地位，而且也是方志独

辟金石门类的滥觞。

从方志编纂的实践来看，明代董斯张 《吴兴备志》应是最早以 “金石”命名其门目。董

氏没于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而此书成于天启四年前后。据其 《吴兴备志叙》云： “往古之迹，

浸以微，此寓公徐长谷氏 《掌故》之所由作也。志金石、山墟，因乎谈氏、劳氏，余则仍其

半，而博取他传记附益之。”④ 徐长谷氏 《掌故》即徐献忠 《吴兴掌故集》，其卷五为 “金石

刻”，小序云：“吴兴名郡，金石刻视他郡为多，新志悉无所录，名贤之迹所藉以不磨灭者，在

此而肆然去之。”⑤ 此书首载嘉靖庚申 （１５６０）范唯一序，故而 “新志”云云应指嘉靖壬寅

（１５４２）浦南金所修之嘉靖 《湖州府志》。⑥ 董斯张所云 “谈氏劳氏”，指的是谈钥、劳铖，前

者编有嘉泰 《吴兴志》，后者编有成化 《湖州府志》。吴兴一地之方志，自宋代就有著录碑碣

的传统。考嘉靖 《湖州府志》之前成化 《湖州府志》、弘治 《湖州府志》，其卷 ２１均有 “碑

碣”。然而，嘉靖 《湖州府志》中断了这个著录传统，徐献忠不满于此，遂修私志，重新恢复

这一体例，并把 “碑碣”改为 “金石刻”。其书所著录的石刻多是因袭谈钥、劳铖两书。其

后，董斯张 《吴兴备志》把徐氏之 “金石刻”改为 “金石征”，成为２７个门类之一。其书本
来就是 “补徐氏书”，因此 “金石征”对谈氏、劳氏、徐氏等书也都有继承。因为董氏引书都

注出处的体例，所以其所据文献均历历可数。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董书与徐书一样，只

收 “石”，未收 “金”，严格来说，名实不符，但也反映 “金石”指称的泛化，如明人陈?所

编 《吴中金石新编》所收都是碑记，但仍用 “金石”冠题。其次，徐董两人所修均是私志，

而湖州的官修方志在嘉靖 《湖州府志》删除 “碑碣”类后，栗祁等人所修万历 《湖州府志》

也没有此目。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官修方志不重视编写金石门目的事实。尽管明代方志已有

以 “金石”命名的门类，但这种命名方式要到清代才完全流行，并且在内容上改变了 “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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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永清文征叙例》，《章学诚遗书》外编卷１３，第５４５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５０，第４４８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８５，第７３３页。
董斯张：《吴兴备志》，“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０册，第２８３页。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１页。
参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１页。



金石名篇，而碑碣只传一体”① 的缺陷。

综上可见，宋元方志金石门目的名称多为 “碑碣”“碑刻”“石刻”“碑文”“碑记”，其设

置时间最早可上推到大中祥符三年。另外，方志出现以 “金石”命名的门类则晚至明代末期，

但此时仍是沿袭宋以来 “碑碣”类设置的传统，并未涉及金石之 “金”。这一命名方式与 “金

石”指称的泛化有关，也受到宋代金石学以及郑樵 《通志·金石略》的影响。

三　清代方志金石类体例的定型
王国维称 “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不仅因为金石学创自宋代，而且最重要的是后世著录

和考订 “皆本宋人成法”②。换言之，宋代金石著作的体例已经非常成熟，后人在这上面基本没

有什么大的突破。那么，方志金石门类的体例又是如何呢？现存宋元方志金石门类主要有３种体
例，一为录目 （６种）、二为录目兼考证 （５种）、三为录文 （６种）。这里所言录目，不仅指录
入碑目，也包括著录书撰人名、立碑时间、地点等附加信息。事实上，前两种体例可归为一类，

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金石著录与研究，而录文则代表了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

现存最早对金石录文的方志为乾道 《四明图经》。据黄鼎序： “公乃分委僚属，因得旧录，

更加采摭，纂为七卷，又以篇什碑记等为五卷，附于其末。”③ 卷８至卷１１所收为古赋、古诗、
律诗、绝句、长短句、记、碑文、铭、赞、传、书。可见是按文体分类，属于后世之艺文志，碑

记只是其中一体。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曾称延 《四明志》：“其所载谓集古考者，即艺文考

也。”④ 即是这个道理。但是，碑刻墓碣文字往往是方志中艺文志的大宗，所占篇幅较大。如

《澉水志》两卷，碑记和诗咏就独占一卷； 《琴川志》卷１１至卷１３为碑记，属于叙文的子目；
至元 《嘉禾志》的碑碣类独占１１卷，与后面的６卷题咏类，加起来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这种
体例虽然比录目提供更多信息，但并没有附加任何考证，只是作为集部的附庸。

金石文字纳入艺文志之中几乎是明代方志的通例。其时金石学研究风气不如宋代，整体呈衰

落状态，故而极少独辟金石一类，而是具载碑记全文，隶属于艺文志中。这种编纂思想可以崇祯

《宁海县志·艺文志》小序为例，其言： “昔班史志艺文列名氏，遗撰著。余以为文不可遗也。

言为心声，文标言采，登纪载则事业不朽，识品题则岩泽用辉，寄感慨则规讽堪挹，文可少哉？

兹于关世教，端士趋，?民风者，捃拾一二，以俟后来征文献之君子。”⑤ “文不可遗”基本是

大部分方志艺文志的编纂思想，这与班固 《艺文志》的体例已有天壤之别。总而言之，明代方

志很少出现独立而兼具考据的金石门类。

章学诚对此有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方志金石类的编写。其称：“近代方志之艺

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⑥ 又曰：“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

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⑦ 章氏认为艺文志应是专载书目，

所谓 “经史子集，无不当收”，而不只是登载诗赋，更不是全载其文，因此提出方志要立三书，

其中 《文征》专门收录诗文，与 《志书》 《掌故》相辅而行，而使歌咏篇什不混于史裁。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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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和州艺文志辑略》，《章学诚遗书》外编卷１７，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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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１２，“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８册，第４４５页。
宋奎光：崇祯 《宁海县志》卷１０，“中国方志丛书”，第６５１页。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校注》卷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７５页。
章学诚：《和州文征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６，第６９６页。



“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 《文征》。自云：志师八家 《国语》，文征师十五 《国风》，

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① 《志书》《文征》《掌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以章

学诚在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所修 《永清县志》为例，与之相辅应有 《永清文征》《永清掌故》

两书。《永清文征》共有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５目，每类均有叙例。一方面，如果
“金石不录其文，而仅著其目，自当隶入 《艺文》之篇，为著录之附庸可耳”②。另一方面，如

果方志中金石要录文，那就应编次 《文征》之内，所谓 “搜罗金石，非取参古横今，勒成家学，

惟以年月姓名官阶科第，足以补志文之所未备者，详慎志之，以备后人之采录焉，初非计其文之

善否，字之工拙也”③。也就是说，如果仅著金石目录，那么可以直接编入志书；如果载录金石

文字，那么必须进 《文征》。因此， 《永清文征》有金石一类，而 《永清县志》没有。不过，

“方志立三书”是清代方志编纂的一股清流，遵行者其实不多，但其金石类的编写体例却是清代

共有的特征。

在清代金石考证之学复兴的背景下，《文征》虽然看起来仍像前代那样俱载金石文字，但其

特别之处在于录文之后兼附考证，而且重视书撰人名、时间地点、碑刻形制等信息的著录，这就

明显区别于此前的单纯录文。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傅王露所修 《西湖志》卷 ２７《碑碣》曰：
“凡现存者依洪氏 《隶释》例，悉据原文登载于左。”④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李文藻所修乾隆
《诸城县志》卷１４《金石考》则强调金石对于志乘的补益功能，“元以前，片石必采之，石度以
尺，字度以寸，虽无文，不忍其久而没也，职详也。明以下，决择严矣，取其有系于故实者，职

要也。”⑤ 可见，这种注重录文和考证的方式在清中叶逐渐成为共识。虽然这种体例已见于宋代

金石学著作 （如 《隶释》《五路墨宝》之类），但它并没有反映在现存宋元方志中，明代更是沿

袭而没有创新。直到清代，宋代金石学著述的体例才真正渗透到方志中金石类的编写，成为此后

方志编纂体例的一大突破。

关于方志金石类的独立。据容媛辑 《金石书录目及补编》所收 １９０部 “方志中金石志

目”⑥，笔者对其中清代部分的年代分布进行统计，如下表：

年代 （方志中金石志目）数量／种

康熙 １

雍正 ２

乾隆 １７

嘉庆 ２３

道光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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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章学诚：《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文史通义校注》卷８，第８９５页。
章学诚：《永清文征叙例》，《章学诚遗书》外编卷１３，第５４５页。
章学诚：《永清文征叙例》，《章学诚遗书》外编卷１５，第８００页。
傅王露：雍正 《西湖志》卷２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４２册，第９７页。
宫懋让修；李文藻等纂：乾隆 《诸城县志》卷１４，“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３８册，第９２页。
参见容媛辑：《金石书录目及补编全》，大通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２３—１４２页。



（续表）

年代 （方志中金石志目）数量／种

咸丰 ３

同治 １８

光绪 ７２

宣统 ４

康熙 《钱塘县志》卷３１就有 《金石考》（录目），可见清代金石志目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然独立，

虽然康雍年间为数不多，但毕竟已有意识萌芽。另外，省志金石志的独立则不得不提乾隆五十七

年 （１７９２）章学诚主修的 《湖北通志》，其对清代省志独辟金石一类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由于湖

广总督毕沅离职，此书遭受陈
)

的诋毁而没有得到刊印，现只存 《湖北通志检存稿》２４卷、
《湖北通志未成稿》１卷，不过在这些手稿之中，今天仍能窥其崖略，《金石考》即是其中六考
之一。① 今人多言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谢启昆所修 《广西通志》开省志独辟金石门目之先河。②

但仔细考察，章氏的影响实不可磨灭。谢氏 《广西通志》历来受到学者好评，梁启超称其 “为

省志模楷”。③ 其中 《金石略》１５卷，可自为一书，故而谢氏 “先刻之，以质同好”④，题曰

《粤西金石略》。这自然先让人想起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六年所编 《粤东金石略》。翁方纲与谢启昆

为师生关系，谢书就其书名而言，明显有继老师所作而起的意味。这是其一。其二，谢书乃方志

中的金石类，与翁书在性质上已有不同。所以，必须从方志体例的角度讨论。考 《广西通志》

的总纂官为胡虔，《金石略》正是他与谢启昆、朱依真、张元辂合编而成。据章学诚 《胡母朱太

孺人墓表》：“桐城胡虔，修洁好学，善为古文辞。乾隆五十六年，与学诚同客武昌。”⑤ 又方东

树 《先友记》：“毕尚书沅督两湖日，聘君 （胡虔）纂修 《两湖通志》及 《史籍考》等书。”⑥

可见，两人关系颇为密切，而且胡虔曾与章学诚同客毕沅幕府，参与 《湖北通志》《史籍考》等

书的编纂，对其方志体例既熟悉，又很赞赏。⑦ 由此不难可见，其编撰 《广西通志》借鉴章学

诚 《湖北通志》的体例，尤其是与章书一样独辟金石类，开省志之先河。

《湖北通志检存稿》凡例云：“金石亦自专门之学，然如欧、赵诸家，题跋考订，亦可施于州

县志，而难行于 《通志》也。然郑樵 《通志》金石之略，不分存逸与题款，则太略矣。今于逸者，

著其所出之书；存者，著其年月官阶名姓与其坐落，而考订之文则不冗缀，庶几详略得宜。”⑧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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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湖北通志》共有７３篇：２纪、３图、５表、６考、４略、５３传。
参见吴宗慈：《修志丛论》，朱士嘉编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８８页。吴氏
称：“省志著录金石，创始于乡贤谢启昆之修 《广西通志》。”

参见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４５页。
参见谢启昆：《粤西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７年，第１７册，第１２４６９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１６，第１５９页。
方东树：《考?集文录》卷９，“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９７册，第４０８页。
“章实斋学诚撰 《永清志》取士族作表，盖本 《寰宇记》每州载姓氏之意，而用唐宰相世系表之例，体裁

最善。癸丑修 《湖北通志》亦用此例，乃大致訾议，流俗之难与言如此。”参见胡虔：《柿叶轩笔记》，“续

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８册，第３９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２４，第２４５页。



氏一生的志业在 “文史校雠”，据其自述，“文史之争义例”。① 对于方志中金石门目，他认为要

严格区别省志与州县志金石类的著述体例。省志金石类的编纂要力求简而不略：“简”即摈弃累

牍连篇的题跋考订；“不略”即对佚者著其所出之书，存者著其年月、官阶、名姓、地点。州县

志由于金石相对较少，不妨附加考订之文，于体例也无大碍。这点在其所修 《永清县志》体现

尤为明显，章氏专设 《文征》一书，其中有 “金石”一体，录文并加考订。由此可见，此时的

章学诚对于省志和州县志中金石类的编写，已有一套成熟的体例指导思想。

不过，虽然 《广西通志》在设置金石类的修纂借鉴章学诚 《湖北通志》，但其 《金石略》

的编纂并非按照章氏所说的体例。《金石略》不但有题跋考订，而且还有录文。这与翁方纲 《粤

东金石略》仅作考订不同，也与章学诚所云省志金石考体例不一样。正因如此，此书篇幅占了

１５卷，完全能够析出单行，作为 “专门考订之书”。有趣的是，这种混淆 “专门考订之书”与

“史志著录之体”的做法正是章学诚所批评的。事实上，《广西通志》的做法也符合乾嘉金石学

著述风气以及当时府县志金石志的编纂实践。

清代地方性金石志的一大特色就是录文考证。阮元的 《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虽然受

毕沅 《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的影响，但却改变了其只附考订、没有录文的体例，而采用

录文兼考证的方式。这也是清代方志金石类新出现的体例。章学诚 《又上朱大司马书》：“昨桐

城胡太学虔有书来，伊不日赴浙，且云阮学使将与谢方伯合伙辑 《两浙金石考》。”② 可见，谢

启昆曾与阮元合编 《两浙金石志》，后因调任，离开浙江，所以今本 《两浙金石志》并未提到谢

启昆的参与。可以推见的是，谢启昆编纂 《粤西金石略》之时，虽曰模仿 《隶释》体例，但应

是受到阮元 《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的影响。进而言之，谢启昆本有编纂地方性金石志之

心，但因为调任广西，与阮元合辑 《两浙金石志》的事业未竟，由此产生修纂广西一地金石志的想

法；又适逢纂修通志，遂把两事合二为一，因此其所修的 《金石略》既可为通志之一类，又可单行

成书。胡虔曾列方志２４个子目及其渊源，称：“凡此皆各自为书，分门著录，作地志者，合诸体例
成一书，又必分诸书以还各体，方为体备而用宏。”③ 这事实上也可解释 《粤西金石略》缘何单

行。正因如此，《粤西金石略》才按照阮志的体例，而没有遵循章学诚所言的省志体例撰修。

当时的进士陈
)

曾批评 《湖北通志·金石考》云：“金石一门，近人不讲。凡有关考据者，

节录数语，以见金石之不可没也。”乾隆末年金石研究风气已经相当浓厚，而陈
)

却说 “近人不

讲”。章学诚答道：“近人金石之书层见迭出，正病其趋风气，而好为琐繁，不能折详略之中耳。

然佳编不乏，实胜前人，岂可因斯志偶撰有 《金石考》，遽诬近人为不讲耶。”④ 事实上，陈
)

很可能不是针对近来金石之书，而是指方志的金石门目。章氏 《湖北通志辨例》云：“近来金石

专门之书已夥，惟方志著录不过数家耳。”相比近来金石专门之书，方志专门著录金石志者数量

还不多。如上文所述，在此之前的省志尚未有 “金石”类的设置，府县志也屈指可数。另一方

面，乾隆年间，不少专业的金石学者参与府县地区的修志活动，而且也产生了一些精品。正是在

他们的努力下，府县志的金石类早在通志之先就已成熟，通志中金石类的独立，也离不开这些府

县志中金石类编纂的实践。较有代表性的，如李文藻的乾隆 《历城县志》、孙星衍的乾隆 《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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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参见 《章学

诚遗书》附录，第６３９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第６０９页。
胡虔：《柿叶轩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８册，第３９页。
章学诚：《湖北通志辨例》，《章学诚遗书》卷２７，第３０２页。



县志》、钱大昕的乾隆 《鄞县志》、武亿的乾隆 《偃师县志》、严长明的乾隆 《河南府志》。嘉庆

之后，《广西通志》的示范作用让更多方志独辟金石门目，尤其是行省级别的通志，如阮元纂修

的道光 《广东通志》就大致依其体例修纂。据道光 《河内县志·金石志》小序云：“金石为专家

之学，而近之志地理者多取焉。”① 结合上表的统计，道光年间方志中金石志的编纂数量已经远

高于乾隆年间。相比于乾隆晚期章学诚所说的 “方志著录不过数家”，道光 《河内县志》所言已

经可以看出乾嘉金石学推动下方志金石类编纂的兴盛。换言之，乾嘉之际是方志中金石类编纂成

熟的重要时期，自此之后，编纂者开始把方志中的金石类视为理所必有的门目。

综上可知，在金石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已有独辟金石志目的意识，其中最大

的突破是引入宋代金石学著述的录文兼考证体例。方志金石类的功能逐渐与地方性金石志统合，

不仅是方志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析出单行，成为独立著述。章学诚在方志编纂体例上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和实践，但清代方志金石类的编纂者并没有完全按照其理想体例完成。不过，他们的共识

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即金石须在方志中占有一席之地，录文兼考证是必要的。

结　语
宋前文献中，碑刻碑文的利用和归类隐含方志中金石类编纂的两个传统。一是引碑证地的考

据传统，二是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宋代方志体例基本定型，相较前代，最主要的变化是宋代方

志多设有 “碑碣”一门，其设置时间最早可上推到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然而此时尚未冠以
“金石”之名。由于金石类书籍在目录学中长期没有独立，郑樵 《通志》于 《艺文略》之外独

设 《金石略》就具有极强的学术开拓意义，意味着金石学摆脱艺文志附庸的尴尬地位。与此同

时，方志金石志的命名却未与此同步，其以 “金石”命名要晚至明代末期，而且仍然沿袭宋以

来 “碑碣”类设置的传统，并未涉及金石之 “金”。这一命名方式与 “金石”指称的泛化有关，

也受到宋代金石学以及郑樵 《通志·金石略》的影响。清代方志中金石类的名称与内容才真正

做到名实相副。

明代方志的通例是把金石文字纳入艺文志之中，这体现的是金石文字的编集传统。由于明代

金石学研究的中衰，宋元方志中的金石考据传统也因而中断。清代古学复兴，金石学著述蔚为大

观，尤其是乾隆以降金石学确立主体地位。金石的探访、鉴赏、考据风气深刻影响地方性金石志

著述的兴盛。随着官方对方志编纂的重视，这种金石著述精神和体例也开始渗透到方志编纂之

中。在这种著述传统的哺育下，学者既反思前代方志体例，也重新思考其编写体例，确立金石在

方志中的独立地位。由录目、录文走向考证，这种体例体现清代方志金石类体例的新变化。虽然

学者思考各有不同，但共识还是很明显的，即方志编纂中金石需要独立开来，编写体例则要做到

录文兼考证。方志金石志编纂的兴盛同样推动地方性金石著述的发展，其意义也相当重大，因为

以官方的名义集结大批学者，从事金石保护、著录工作，不仅有助于纸上文献、历史事实的考

订，也有助于地域文化的建设和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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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通纂修，方履编辑：道光 《河内县志》卷２０，“中国方志丛书”，第７０９页。




